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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际汉语教育是中国话语构建及中国故事讲述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承担着促进世界多元文化间

理解与交流的重要功能。然而，当前汉语教学在发展中也面临新的困境，这与国际汉语教学的

话语体系尚未建立、国际汉语教材的话语策略失当不无关系。文章以几部汉语教材为例，分析

了教材的话语策略失当问题，并借鉴当代修辞学理论，针对中国话语整体构建的“三贴近”、

“三表达”和“五种能力”的顶层设计，提出了汉语教材“三共”、“三可”的话语体系以及

教材修辞的“三大诉求”、“六种认同”等九项修辞策略。本研究希望能够促进学界对国际汉

语教育话语体系研究的重视，并深化对汉语教材修辞表达策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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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中国话语构建与国际汉语教育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体系是中国从大国向强国转变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中国

文化建设和国际传播的历史使命。“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

（习近平，2016）。“在国际传播领域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

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

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让世界看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

艺术，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

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习近平，

2021）。简言之，“五种能力”“三贴近”“三表达”的最新表述，体现了国家层面对中国话

语构建目标及方式的顶层设计。

整体来说，中国话语的构建有各种各样的层次和途径，中国故事的对外传播也有各种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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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层次和途径，比如媒体报道、外交活动、体育和国际会议等大型活动、商业产品与品牌、双

向旅游、留学与文化教育等。而文化教育的影响可以说最为持久和深入，其中国际汉语教育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它既是中国国家语言战略能力的一部分，也是国家对外传播力和影

响力的重要体现（文秋芳，2019）。国际汉语教育对中国话语的构建，也有别于政治外交、新

闻媒体、商业活动、文化旅游等形式，它主要依托的是教材、教师和课堂内外的教学活动，融

于语言学习与文化交流活动之中。学习者在学习汉语的同时，必然也学习与其交融的中国文化、

中国社会、中国精神，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或改变其对中国的认知。可以说，国际汉语教

育为中国形象的塑造，也为多元文化的理解与交融创造了语境。而作为教学内容的主要载体，

教材呈现何种话语直接影响着学习者形成何种中国认知。因此本文将研究问题聚焦为：当前的

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的教材呈现出了何种话语面貌？应呈现出何种话语体系？以及又有哪些呈现

策略。

2  研究综述：国际汉语教育的话语构建和教材的话语体系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二语教学事业进入了全面大发展时期，学界对构建中国话语的自觉

意识也日益凸显。“经历了 40 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的外语学科已进入了重新出发、以我为主、

创新驱动、自觉构建学术话语体系的新阶段”（彭青龙，2017）。“40 年来，汉语国际教育

学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内而外的发展历程也为国内外所瞩目”、“汉语国际教育学科和

广大的从业者，是我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也处于汉语汉文化与不同话语

体系接触和交互的最前沿，所具有的跨语言文化沟通和理解能力在促进中国话语表达和国家理

解方面将发挥独特作用”（曹秀玲，2019）。

虽然这种构建中国话语的自觉意识不断增强，但整体上来看仍处于模仿学习国外的较低水

平，“当前的中国语言学，至少其中很多的分支学科，尚未建构起自己的学科话语体系，在很

大程度上还是被西方学界牵着鼻子”（陈新仁，2018）。“以西方语言为参照系的汉语语法体

系也对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白乐桑，2018）。“自 20 世纪初到现在，

汉语及汉语教学存在的某些误区源于不承认、不承担汉语的特殊性”（白乐桑，2010）。除了

探索从汉语汉字的特点出发进行汉语教学和研究的新路之外，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目前面临的

一系列宏观问题，比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汉语教育提出的新要求、中国走向世界的汉

语表达、“一带一路”建设对汉语教育提出的新任务、孔子学院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新挑战等，

可以说国际中文教育新时代转向的诸多问题，都与中国话语的构建息息相关。

从根本上而言，包括汉语在内的二语教学都承担着语言教学和跨文化交流的双重任务，面

临着学习国外语言文化并通过外语向世界表达本族文化的使命。汉语学习者在来华留学及在海

外学习汉语的同时，必然也学习与其交融的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中国思想，在这个过程中逐

渐形成或更新其对中国的认知。 “让外国人来讲好中国故事。这要比我们中国人向外国人讲

中国故事，效果要好得多……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最最有效的渠道与途径，就是通过各个国家的

汉学家、中文翻译人员向他们国家的民众介绍中华文化”（陆俭明，2021）。因此，国际汉语

教育除了着眼于提升学习者的汉语水平之外，还应考虑到广义上提升学习者理解和情感认同中

国的能力。如胡范铸等（2014）提出，汉语国际教育不但绝不是单纯的语言教学，也不仅仅是

一种文化传播，其本质上是一种基于语言能力训练开展的“国际理解教育”，是一种可以影响

情感地缘政治的过程，它应该是造就国际社会情感沟通的重要力量，而“情感沟通”就是汉语

国际教育的目标体系的核心。换言之，国际汉语教育应有教授语言、传播文化、沟通情感的多

重目标。这一点在汉语教学界近年来逐渐成为一个新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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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学界对国际汉语教育对构建中国话语的意义的强调以及国际汉语教育事业快速发展

的现实，并未必然地带来了中国话语权和中国形象的提升。如盖洛普 2020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

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从 2015 年左右持续降低 1。孔子学院近几年的发展速度也有

所下降，在一些国家甚至遭关闭或被多方审查和限制活动 2。究其原因，除了中文教育等学术

和文化活动被“政治化”3，同时也跟国际汉语教育在跨文化传播策略和话语修辞上的自身不

足有关。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我们的教材在话语建构上的欠缺，比如东方文化里传统的教材式

说教方式容易引起西方学生反感。一个典型例子是由瑞典汉学家林西莉提供的，其在《另一个

世界——中国记忆 1961-1962》一书中回忆了她在北京学习汉语时的一篇课文：

（一位钢铁工人在一次生产事故中被严重烧伤）他被同志们送到医院，在昏迷之前他高喊：

“我不想死，我想活！钢铁事业需要我！”但是按照医生的观点，已经无法挽回他的生命——

实际上这些医生都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接受的教育。医院的“领导同志”（党的书记）这时候召

开会议说：“在资本主义国家谁会被烧伤呢？当然是劳动人民。那里的医生怎么会救一个工人

的命？但是我们可以！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无条件地挽回他的生命！”……就

这样，在党的领导下，医生们挽救了这位伤者的生命。

林西莉称当时学习这篇课文时，课文里对共产主义国家医生的赞扬和对资本主义国家医生

的贬低曾经让其十分愤怒，因为“她自己的姐妹还有好几个其他家庭成员都是医生，他们在供

职的医院里是尽心尽力地救死扶伤的，并没有因病人的具体工作而影响到医生的天职”。林西

莉因为这篇课文与其授课教师和学校产生了冲突，并“感到与这个国家的距离在令人不安地增

加”“这种政治性内容的课文越来越令人反感”。虽然这一篇课文随着时过境迁已被束之高阁，

但现在这种在对比甚至在对立中表达自我的思维模式依然广泛存在。比如在新冠疫情的媒体报

道中，“中国媒体在本次疫情报道中大多停留于数字增长、疫情发展层面，知识性、深度性、

历史性等内容不足，关于他国成功经验或案例的深刻剖析以及借鉴价值方面的内容也不多”、

“某些新兴媒体平台热衷于刊载或转发关于外国政府抗疫措施失当、外国民众不配合抗疫等方

面的内容。这些国际新闻报道或评论不仅会误导受众，更容易滋生一种盲目自大的情绪”（李宇，

2020）。简单地宣扬我国“生命至上”而“外国躺平”，并无助于国际社会的团结合作抗疫。

在“批判”外国中“赞扬”中国，这种话语模式不仅缺乏专业精神，更缺乏世界意识。从

外国学生的角度看，这样的课文没有照顾到外国受众的文化和接受心理，自然让人感到抵触。

如 2005 年出版的一本综合汉语教材，其中有篇课文选自一位著名学者的文章《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课文讨论了东西方文化的对立与变迁：

事实上，在今天，西方文化已经呈现出强弩之末的样子。具体表现就是以西方文化为主导

的世界，出现了很多威胁人类生存的弊端，比如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全球气温变暖、淡水资源

匮乏、森林被过度砍伐、江河湖海受到污染、动物物种不断灭绝、新疾病频繁出现等等， 所
有这些都威胁着人类的发展甚至生存。21 世纪应该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

文化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当然取代并不意味着消灭，准确地说，应该是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

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上，用东方“天人合一”的综合思维方式，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

的阶段，也可以称为“东西文化互补论”。

李泉（2011）讨论了这篇课文里的文化呈现方式和呈现心态，指出课文中诸如“西方文化

已经呈现出强弩之末”、“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等内容不符合“不

炫不贬”的文化选择和表述原则。我们也认为，尽管教材具有宏观话语构建或者具体话语激发

的功能，但类似于这样的“褒贬分明”的课文进入国际汉语教材并不合适。如果遇到一些个性

强的学生，课堂上不仅很难“跨文化”，反而可能造成“文化冲突”，“故意找茬”不仅没有

起到“激发”学生说话表达的效果，反而可能会冒犯学生个体或者撕裂学生群体，影响到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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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的学习气氛甚至整个教学项目的稳定健康发展。而这种在课本中“宣传民族精神或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往往适得其反，不但不能因此提高他们对中国的向心力，反而使他们觉得初级语言

课本中夹带了政治宣传，这也是国内所出汉语课本容易受人诟病的地方”（周质平，2018）。

因此，必须对国际汉语教材的话语体系特别是修辞方面加以特别注意。在增强中国话语传播的

主动意识的同时，避免造成跨文化传播中的冲突。做到善于介绍成就，敢于面对问题，公正而

不中立，启发而不挑唆。这种意识进一步体现于实际研究和工作中，则需要进行总体规划和设

计。另外不可忽略的一方面则是具体的教材的修辞策略，这一点对汉语教师和教材编写者来说

更为具体。

3  国际汉语教材的话语修辞策略：理论与实例

如前所述，国际汉语教育的话语构建是一个宏大命题，其一个具体体现就是汉语教材的话

语表达，特别需要我们提升话语传播技巧，深化话语修辞研究。

从传播理论来看，任何讲述行为都包含三个主要参与者：公众主体、国家客体以及关于信

息传播的媒介，而传播本身又是“自我”和“他者”、“言者”与“听者”等各个参与者之间

互动的一个主体间性的过程（哈贝马斯，2004）。一个高效的建构过程必须基于双方的共同参

与，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双方超越表层的单向的展示，在深度的交流和平等的对话中实现不

同视域的融合。而国际汉语教育就是这样一个多方共同参与的直接讲述中国故事、并由受众理

解中国故事的过程和平台。汉语学习者也形成了自我和他者相融合的第三种“间性文化”，这

种文化具有非唯我性与非中心性特点，体现了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相互渗透与融合（赵

杨，2021）。因此中文教材的编者需要根据读者的特点，积极地重塑中国故事和教材话语，建

构起内容上传统与当代共生、主流与多元共存、中国与世界共通，形式上具体可感知、文化上

可理解、语言交际可应用的多维话语体系。如下图 1 所示。

图 1. 国际中文教材的多维话语体系示意图

从修辞学理论来看，言语就是以言做事，通过言语影响受众的一种行为，而修辞就是促进

这一行为的手段。对于二语教材来说，话语修辞就是通过语言的文本和语言学习的过程，让学

习者在获得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了解和接受目的语社会和文化，从而避免交际冲突。整体来说，

当前的二语教材使用的修辞策略存在说服和认同两种取向。传统的二语教材更多的是表现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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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说服取向，当代二语教材更注重间接的认同取向。这两种倾向也可以从西方修辞学理论发

展中得以解释。西方修辞学整体来说有两大流派，一是以“说服”概念为核心的亚里士多德古

典修辞学理论，二是以“同一”概念为核心的伯克新修辞学理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修辞就

是“一种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并进而提出“理性诉求” “情感诉求”“人

品诉求”三种基本的说服方法（亚里士多德，1991）。简言之，即为说服对方而晓之以理、动

之以情、感之以德。肯尼思·伯克是当代西方修辞学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享有“亚里士多德第

二”的美誉（邓志勇，2008）。伯克将亚里士多德的“说服”理论发展为“同一”理论，认为

修辞不只是一个“说服”对方的行为，一切用语言符号促成他人合作的行动都是修辞。伯克在

演讲中具体解释了古典修辞学与新修辞学之间的区别——“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旧修辞学与

新修辞学之间的区别，我将归纳为旧修辞学的关键是词是规劝，强调有意的设计；新修辞学的

关键词是同一，其中包括部分无意识的因素”（伯克，1998）。换言之，伯克提出应该将“同一”

而非“说服”确立为当代修辞学的中心概念，“同一概念有别于传统修辞学的规劝在于同一视

交际双方为平等、合作的关系”（柴改英，2006）。伯克的修辞学理论强调修辞实践不只是维

持言者与听者的竞争，更应促进言者与听者的合作，带有“修辞实践促进社会协同的道德期许” 
（刘亚猛，2008）。在话语策略上，伯克提出了三种获得他人认同的主要方式：“同情认同”“对

立认同”和“模糊认同”。简言之，“同情”是突出言者与听者具有的共同情感，“对立”是

突出言者与听者具有共同的对立面，“模糊”则是通过使用一些模糊性词汇如“我们”等使听

者不自觉地产生与言者的身份等认同。伯克除了从认同的获得方式上区分了“同情认同”“对

立认同”“模糊认同”外，还从认同本身的来源类型上区分了“物质性认同”“形式性认同”

与“理想化认同”：人与人之间如果共同占有某种物质或者共同参与某事件或组织，如来自共

同的家乡、做着共同的事业，则更易产生物质性或者形式性认同；如果共享某种主张或者价值

观，如具有相同理想或者信仰，则更易产生理想化认同。这九种主要的修辞策略如下图 2 所示。

图 2. 国际汉语教材的话语修辞策略框架

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别的一些有代表性汉语教材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些不同类型

的汉语第二语言教材都在自觉不自觉地使用如上的三种诉求、六种认同等九种主要策略来作为

其构建话语表达的技巧。下文是一些实例。

使用“诉求”策略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汉语课本》（李德津主编，1977 年，商务印书馆）。

我们从其课文的选择中，能大致了解到话语修辞策略在当时教材中的体现。仅以表 1 所示的第

二十二课文和二十六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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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汉语课本》部分课文

课文 修辞策略
第二十二课：五个孤儿

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孩子们正在灿烂的阳光下成长。这里介绍的是五个孤儿

的故事……

……在吃人的旧社会，就连那些有父母的穷孩子都难养活，象（像）我们

这样失去父母的孤儿，更没法活儿了。现在我能上大学，就因为有了毛主席，

有了共产党……

情感诉求、

人品诉求

第二十六课：高师傅给我们上课

……他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响应毛主席“工业学大庆”的号召，

他们厂革命和生产都有了很大发展。他还讲了自己的家史，讲了中国工人

在旧社会受压迫，今天做了国家主人的情况……

理性诉求、

情感诉求

《汉语课本》作为一部早期的汉语教材，其编写时受到文革思想的严重影响，无疑在意识

形态上太过偏颇，而且对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采取了一种割裂的态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

革开放后，中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且传统文化开始复兴，中国也向世界打开了开放的

大门，与个人生活紧密相关的社会问题成为了热点。这也反映到了汉语教材的话题变迁上，经

济话题代替了政治话题。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对个人生活的关注以及面向国际的视野，这些都

使得汉语教材的意识形态特征展现出新的面貌。这种变化，体现出当代汉语教材的话语表达，

已经从显性的意识形态宣传转向了隐性的文化传播。尽管教材的中国语言文化传播的目标没有

发生本质上的变化，但修辞技巧有了很大的改变，整体上从以简单直接的说服目标取向转向了

以取得认同为目标取向。这点也可以在近期新出版的一些汉语教材中找到佐证。如下表 2 分析

了《博雅汉语》飞翔 3（李晓琪主编，2004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这部汉语教材的一些修辞策略。

表 2.《博雅汉语》（飞翔 3）的部分课文以及修辞技巧

课文 修辞策略

第三课：中国社会发展的世界意义

阅读理解：积极面对中国发展：它为世界发展提供机遇

同情认同、物质性认同

第四课：保护城市生态刻不容缓

阅读理解：人类要把其他生命当作朋友

对立认同、形式性认同

第五课：中国文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阅读理解：文化叫做什么？

模糊认同、理想化认同

话语修辞策略除了体现在课文主题和视角的选择以外，还体现在具体的课文语言表述上。

比如笔者曾参加国家汉办规划教材《当代中文》的修订工作。该教材于 2003 年初版，考虑到

该教材的“当代性”，于 2016 年又由华语教学出版社出版了修订版，修订版保留了原教材的

基本主题和语言点，但对课文的一些语言表述进行了修订。如第三册的第六课是在加拿大留学

的林娜写给国内的“一封家书”，其中对比了中加生活和文化差异。下表 3 展现了我们的一些

具体修订点和修订策略，从中读者也可以体会到笔者作为教材编者时所进行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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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当代中文》课文修订示例

原课文 修订版课文 修订原因及策略

标题：一封家信

（电话费太贵了，电子邮件又

说不清楚，因为我这儿的电脑

还没装上中文软件，只好给你

写信。）

标题：一封电邮 从手信改到电邮，突显网络时

代特色。在社交方式上体现物

质性认同。

平平：你好！ 平平姐：久未联系，你一切都

好吧！

增加称呼语和问候语，使之语

用更恰当，也突显中国的人情

文化。在人际关系层面体现同

情认同。

全加拿大总共只有三千多万

人，大概是中国的四十分之一。

全加拿大总共只有三千多万人

口，大概是中国的四十分之一，

只比上海市人口多一点儿，其

中大约有百分之三是华裔。

增加关于中国的信息含量，在

比较中突显中加人口差异对

比，并激发海外华人身份的形

式性认同。

（商店）顾客那么少，他们能

赚钱吗？

（商店）顾客那么少，他们能

赚钱吗？还有他们的商店下午

早早儿就关门了，周末也不开

门。这让我有点儿不适应。

增加关于加拿大的信息含量，

提供更多的生活信息和个人心

理感受。增加受众的同情认同。

他们都很有耐心，几乎对每一

个乘客都要说“早上好”，我

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们的职业习

惯。如果他们在北京、上海开

公共汽车，还会不会有这么好

的耐心呢？

他们很有耐心，几乎对每个乘

客都要说“早上好”，我不知

道这是不是他们的职业习惯。

北京、上海的司机就怎么没这

么好的耐心呢？不过如果他们

也在北京、上海开车的话，每

天面对人山人海的乘客，还要

时刻小心看路，我怀疑他们还

会不会那么有耐心。

为中加司机习俗差异的背后原

因提供一种可能的解读，避免

文化对比的简单化、片面化。

化解对立认同，强调模糊认同。

祝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想念你。保持联系！

祝身体健康，一切顺利。

增加结语，更新祝福语。使之

更符合当代年轻人的情感表达

习惯。增加同情认同和理想化

认同。

 
作为一套近年来中美合作出版、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主持编写的国际汉语教材《环球汉语》

也呈现出一系列的认同修辞策略，这种策略的应用不仅体现在课文部分，还有可能体现在练习

部分。如，下表 4 是《环球汉语》第三册（任友梅等主编，2018，华语教学出版社 / 耶鲁大学

出版社）在“读与写”练习中的一些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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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环球汉语》练习中的修辞示例

练习（句子朗读题） 修辞策略

第十四单元：味美价廉（出门吃饭）

很多中国人觉得，人生的滋味跟中国菜一样——

酸甜苦辣都有。有时候吃的东西会很甜，有时

候会很苦。人生也是这样，也有不同的滋味。

我们高兴的时候，觉得生活很甜；不高兴的时候，

觉得生活很苦。你说，你是跟菜一样吗？

模糊认同（用“很多中国人觉得”来表达

一种共同的中国文化观念；用“人生的滋

味跟中国菜一样”这种比喻方式来传达一

种似是而非、难以言说的复杂理念；用“你

说，你是跟菜一样吗？”来模糊“说者”与“听

者”身份的不同，从而使学生在无意识的

状态中产生对“人生的滋味就像中国菜”

的认同。）

第十九课：海阔天空（计划出行）

北京一年有四个季节：……。澳大利亚的悉尼

也是一年四季，可是那儿的季节跟北京相反：

北京的夏天是悉尼的冬天，……。悉尼的人夏

天觉得天气太热太热的时候，也可以去北京凉

快凉快。那，什么地方天气最好？有人说夏威

夷最好：一年四季都是夏天。夏威夷的夏天还

不热，舒服极了。

对立认同（通过对比北京和悉尼的天气，

指出悉尼夏天的时候没有北京的天气舒服，

又通过跟夏威夷的天气对比，指出美国夏

威夷的气候最舒服，从而建立对北京和夏

威夷天气的认同。）

第二十课：活到老学到老（中文学习）

有两位中文老师在谈论中文教学。唐老师说学

生们觉得学中文的声调很难……还有呢，汉字

也非常地难学。因为每一个字都不同，所以要

学很多很多字。不像西方语言只要学会不到

三十个字母就可以拼出很多字了，比学中文汉

字简单得多另一位老师说，她认为中文其实并

没有那么难。中文的四声在其他语言里也有，

只不过不叫“声调”……中文的读和写可以慢

慢地学，因为人们要是能活到老就要学到老。

李雅图是个高中生……中国的学生跟外国学生

一样，都得非常用功学习才会有好成绩。

同情认同（很多“学生们”都觉得中文声

调和很难。）

对立认同（用中文和西方语言对比，指出

中文跟西方语言有异也有同，只不过具体

叫法有所差异。）

模糊认同（“人们”要是能活到老就要学

到老；中国的学生李雅图也认为中国学生

跟外国学生一样，都要非常努力学习才能

有好成绩。）

4  国际汉语教育和教材话语体系研究展望

前文以国际汉语教育在中国话语构建中的独特作用为切入点，简要回顾了当前国际汉语教

育及国际汉语教材在话语体系建构上的得失，讨论了国际汉语教材在话语构建中要处理好传统

与当代、主流与多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并结合二语教学的实践性、跨文化性、交际性等原

则，提出了一种内容上共生、共存、共通，形式上可感知、可理解、可应用的汉语教材话语体

系多维模型。同时，结合当代修辞学的发展，以具体教材的话语修辞为案例，总结和阐释了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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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教材话语修辞的九种基本策略。对于汉语国际教育和教材的话语体系这一新问题，笔者也是

提出一些初步思考，我们认为当前有两个方面亟待研究。

一是如何提升国际汉语教育话语体系和表达模式的针对性。国际汉语教育不同于单纯的外

宣工作，它是一种跨文化的语言教学学科，国际汉语教育中对中国话语的构建也要根据第二语

言学习者的特点和规律，采用不同的内容体系和表达模式。诸多经验告诉我们，单向度的宣传

往往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上了一学期中国文化课之后反而对中国文化充满偏见的学生也大

有人在。当代建构主义教育心理学认为学习是一个学习者对信息的主动加工、过滤和重新建构

的过程。这启示我们，需要针对不同国家、地区的受众，有选择地调整内容侧重点，与其关切

同频共振，方能更好入耳入心。“把握话语权的特征及构建技巧，遏住问题要害，其中最为关

键的在于动态把握话语权的独特性和通融性、民族性与世界性”（韩海涛、赵萌琪，2017）。

“国际汉语教育要根据第二语言学习者的特点和规律，采用不同的内容体系和表达模式”（耿

直，2018）。从这个角度讲，提升我们国际汉语教育话语表达的针对性，不是“存大同求小异”

而是“存小异求大同”，不是刻意地去夸大和宣传中国文化的独特内容，而是要深入发掘中国

优秀文化与世界共通文化之间的结合点，凸显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从文化输出心态转为促进

多元文化共生和人类命运共同发展。而这也要求我们中国语言及文化的教学处理好中国性与世

界性的关系，根据教学环境和教学对象的不同，做好中国话语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和分

众化表达。比如教材里不仅要宣传太极拳、儒家思想等优秀的东方传统文化 , 更要介绍全球华

人的节日民俗、生活方式等文化习俗，还要讨论西方人普遍关心的中国的政治体制、国家治理、

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等当代中国国情，让不同地域和类型的汉语学习者都能学有所乐、学有所

获，真正体现国际汉语教学不仅是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也是世界的事业。

二是如何更为系统、细致地总结和丰富汉语教材的知识体系与话语修辞策略。汉语教学界

当前盛行的一种观点认为，汉语学习应该聚焦于汉语本身，教材也应该以教会学生汉语的语言

结构形式为主要目标。但我们认为，形式和内容不是对立的，也不应人为地割裂开来。如果说

语言知识是教材的骨骼框架，那么通过语言学到的知识就是教材的灵魂，学生应该在学习语言

形式的同时，认识、了解和理解该语言使用者的精神思想和目的语社会的文化和现实。之所以

学界存在这种比较片面的认识，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汉语教材的知识体系问题的认识还不够

全面。我们认为，汉语教材中所体现的知识体系不仅仅只是语言知识或者语言学知识，除了这

两者，起码还应有与语言学习相关的知识（如习得策略、交际策略等）、通过语言学习到的知

识（如文化内容、价值观念等）。这就需要我们更新理念，加强汉语教材的相关理论研究，“教

材的建设者不仅要有扎实的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理论功底，更要有高站位、具备国际化事业和融

通中外的意识和能力”（郭风岚，2021）。另一方面，汉语教学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

汉语教材编者在深入进行汉语教材的知识体系理论研究的同时，还应重视语言修辞策略技巧的

学习，丰富和提升教材的话语修辞技巧。如在宏观主题上，研究如何通过在教材和教学中设置

话题议程，引导讨论走向。研究如何创新表达方式，用学生熟悉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用恰当

的技巧和形式表达中国观点，形成“中国故事，国际表达”。在微观语言上，研究在文本中如

何表达个人意见与设计评论性词句，研究如何将抽象的价值观和思想符号化、具象化，研究如

何使用开放的文本和多义性话语来允许学生从多个文化角度进行多种理解和辩论。在教学活动

的设计上，要研究如何让学生将理论学习与感性体验相结合，多维度地了解、思考中国，从而

形成丰富、积极和充满生命力的中国形象。如此等等，都是我们国际汉语教材研究和实践面临

的新课题。

总之，本文初步探讨了汉语国际教育的话语体系建设与汉语教材的修辞策略问题。话语体

系是一个复杂的现实和理论问题，教材研究和编写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将两者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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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也是一个复杂的实践命题。前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够丰富，也尚无

成熟的研究范式，本文也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限于篇幅，文章也仅以教材为例，对其话语体

系框架进行探讨，对其话语修辞策略举出例证，求教于方家。期待能够引起更多的国际同行专

家们的兴趣，共同开拓国际汉语教育和教材建设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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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62488346?utm_source=wechat_session?ivk_sa=1024320

2.    悉尼大学孔子学院面临审查签订新的校际合作协议。https://www.sydney.edu.au/confucius-in-
stitute/about-us/our-partners.html

3.    中国驻德国使馆发言人应询就在德孔院取消有关活动表明立场。https://baijiahao.baidu.com/
s?id=1714488561464795785&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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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CE) is a significant way for Chines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and Chinese storytelling, and i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on among the world’s diverse cultures. Howeve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is also facing new dilemmas, which are related 
to the fact that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and the discourse strategies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are improper. Taking 
several ICE textbooks as examples, echoing the national’s top-level design of “three closeness”, 
“three expressions” and “five competenc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blem of inappropriate discourse strategies of the textbooks, draws 
on contemporary rhetoric theories, and puts forward the “three intercommunity and three 
applicableness” discourse system of ICE textbooks, as well as a “three demands, six identification, 
nine rhetoric strategies” of ICE textbooks. This study hopes to promote scholarly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 on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and deepen the research on 
the rhetorical strategies of ICE text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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